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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及驱动力分析  

董海平，牛俊杰，林菲，于秋月  

（太原师范学院 汾河流域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山西晋中 030619） 

 

摘  要：为了探究汾河流域近 18 年来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以 2000、2010 和 2018 年 3 期土地利

用现状为研究对象，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和桑基图对研究区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进行分析，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模

型探究各驱动因子对土地利用空间分布和变化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2000—2018 年耕地的面积逐渐减少，共减

少 891.65 km2，建设用地的面积从 2000 年的 1 614.06 km2增加为 2018 年的 3 157.99 km2，主要源于耕地的转入；

各驱动因子对不同土地类型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不同，主要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而同一地类在不同时期受各驱动

因子影响的排序差别较小；林地和草地变化受自然因子的影响较大，耕地和建设用地变化受自然因子和社会经济

因子的影响均较强，各驱动因子独立作用的 q值解释力小于两因子交互作用。 

关键词：汾河流域；土地利用；驱动因子；地理探测器 

中图分类号：X144;P962        文献标志码：A          

 

土地作为环境要素的组成之一，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源[1]。土地利用是指人类为了

达到一定目的，按照土地资源的特性，并采取一系列手段，对土地资源进行的利用活动[2-3]。土地利用变化

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环境的直观反映，受自然和人文两方面因素的影响，随着人口激增、社会经济迅速发展、

土地资源供不应求、土地利用空间分布不断发生变化等问题凸显，同时人类对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开

发导致了水土流失、温室效应、土壤沙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4]。在这种背景下，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蓬

勃发展，自 1995 年“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计划的提出，土地利用变化逐渐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热

点问题[5]。同时，RS 和 GIS 技术的发展为该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撑，使得研究更趋向于定量化和可视化。 

目前，土地利用方面的研究广泛：在研究内容方面，包含时空演变[6]、驱动机制[7-8]、生态风险[9-10]、

结构优化[11]和模拟预测[12-13]等；在研究尺度方面，大到国家层面，小到乡镇区域范围；在研究方法方面也

趋于多样化，其中驱动机制的研究是揭示土地利用变化影响因素的途径，能够为后期政策的制定、未来土

地利用状态的模拟预测奠定基础，研究方法包括对驱动因子进行描述的定性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层次

分析、灰色关联度分析、Logistic 回归模型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国内外众多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

大量研究，如廖慧等[14]基于黄河流域 1980—2015 年的土地利用数据，对整个流域以及不同省份土地利用

的时空演变进行了分析，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探究气候、经济和人类活动对流域土地利用的影响；王新源

等[15]在对河西走廊绿洲面积动态分析的基础上，应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分析了 12 个环境因素对绿洲变化

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行政区的主导因子不同，但均与农耕产业密切联系。近些年，地理探测器模型的出

现，使得分析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被简化，且不需要做线性假设，同时能够分析两种自变量综合作

用的影响，该方法已经广泛应用于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因素[16-19]、健康风险探测[20]、土壤污染[21]等领域。 

本文以汾河流域作为研究区，以 2000、2010 和 2018 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近 18 年

来汾河流域各土地类型的面积变化及转移方向，从自然、社会经济和可达性三方面共选取 10 个驱动因子，

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各驱动因子对土地利用变化和不同时期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以期为汾

河流域的土地资源合理利用提供依据，进而促进区域人类活动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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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概况 

汾河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管涔山，自北向南涉及全省 6 市 45 县（区），并在运城市万荣县注入黄河，

干流全长 716 km，流域面积为 39 471 km2，约占全省的 25.5%[22]。汾河位于山西省中南部，西依吕梁山，

东临太行山，地势由北向南倾斜，且众多支流分布于两侧山地（图 1）。汾河流域属于大陆性半干旱季风气

候，年平均气温自北向南逐渐升高，约 6~13 ℃，年平均降水量北低南高，在 300~700 mm 之间。汾河流域

内有耕地 1.16×106 hm2，占全省的 29.54%，人口、GDP 分别占全省的 39%和 42%。 

 

图 1 研究区区位图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汾河流域 2000、2010 和 2018 年三期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以及土壤类型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

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并依据国家标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将三

期土地利用现状数据重分类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6 个一级类。数字高程模型

DEM 来自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sources/），同时在该数据的基础上提取坡度数据。年均降

水和年均气温数据取自中国气象数据网（http://data.cma.cn/），从汾河流域及周围地区共 61 个气象站点数

据提取，并通过克里格插值法获取栅格数据。人口密度、人均 GDP、城市化率等社会经济数据获取于山西

省统计年鉴（2000-2018 年），将面数据转为点数据，再利用插值法获得空间数据。居民点和铁路的位置数

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http://www.ngcc.cn/ngcc/），通过欧氏距离分析生成相应的距离栅格图。 

2.2 研究方法 

2.2.1 驱动因子选取 

土地利用变化受各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地形、气候因素对研究区的农业、生态环境等产生影响，进

而影响土地利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生活水平提高，从而加剧了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道路的建

设会影响居民点的分布，表现为人类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根据研究区的本底特征以及数据的可获取性，

从自然、社会经济和可达性方面共选取了 10 个驱动因子。自然因子包括 DEM、坡度、土壤类型、年均降

水和年均气温；社会经济因子包括人口密度、人均 GDP、城镇化率；可达性因子包括到居民点距离、到铁

路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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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土地利用动态度 

土地利用动态度能够反映研究区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土地类型的变化情况，根据研究对象可分为单一土

地利用动态度和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 

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可用于表征某时段内某种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幅度，表达式为： 

                           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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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U 、 bU 分别指该种土地类型初始和终止年份的面积； b aU U− 指的是研究时段内某种土地类型的变

化；T 表示的是研究时段，单位为年；K 指某一土地类型的动态度，K 的绝对值越大，表明该种土地类型

的变化速率越快。 

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是从研究区总体出发，反映区域内土地利用总体变化的强度，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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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LU 表示研究时段内初始年份𝑖土地类型的面积； i jLU − 表示为研究时段内𝑖土地类型转为其他土地

类型面积的绝对值； n为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T 为研究时段，单位为年； LC 为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 

2.2.3 地理探测器模型 

地理探测器是以空间异质性为研究对象，揭示其与驱动因素间关系的一种方法[23]，共包括 4 个探测层

次，即因子探测、交互探测、风险探测和生态探测。本研究利用因子探测和交互探测定量评估汾河流域四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时空分布及其驱动力的影响程度。 

（1）因子探测：定量探测自变量（X）对因变量（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分异的影响力，用 q值来表示，

取值范围为 0~1，且越趋近于 1 表示影响程度越大，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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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 为驱动因子（自变量 X）对因变量的解释力； 1 2 3h , , L= ，表示自变量或因变量的分类； hN 和

N 分别代表第 h类和整个研究区的样本数； 2

h 和 2 分别表示第 h类和整个研究区因变量的方差； SSW  

为各类中的方差之和； SST 为整个研究区内的总方差。 

（2）交互探测：探测不同驱动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即 q(Xi∩Xj)，并与单因子作用时的 q 值相比较，

进而判断双因子的交互作用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增强或减弱。其中 Xi、Xj表示不同的驱动因子，首先将 Xi和

Xj两个驱动因子的图层叠加，得到 Xi∩Xj新图层，再利用公式（3）、（4）计算得到 q(Xi∩Xj)，同时与 q(Xi)、

q(Xj)相比较，最后得出交互作用的结果。 

交互作用结果共分为以下 5 种，当 min[q(Xi), q(Xj)]<q(Xi∩Xj)<max[q(Xi), q(Xj)]时，为单因子非线性减

弱；当 q(Xi∩Xj)<min[q(Xi), q(Xj)]时，为非线性减弱；当 q(Xi∩Xj)>max[q(Xi), q(Xj)]时，为双因子增强；当

q(Xi∩Xj)>q(Xi)+q(Xj)时，为非线性增强；当 q(Xi∩Xj)=q(Xi)+q(Xj)时，Xi、Xj对因变量的影响相互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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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结果表明：2000—2018 年汾河流域的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整体较低，为 1.00%；2000—2010 年的综

合土地利用动态度为 0.03%，2010-2018 年为 2.24%，呈增加趋势，即 2010—2018 年各土地类型之间转换

较频繁，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活动对汾河流域土地利用的影响加重。 

从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表 1）可知，2000——2018 年，建设用地面积持续增加，其中 2010-

2018 年增幅较大，且在不同时段中动态度均为最大，2000-2010 年为 1.10%，2010-2018 年为 9.54%，表

明汾河流域的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耕地和未利用地的面积呈持续减少趋势，且均在 2010-2018 的变化幅

度大，分别减少 702.21 km2、5.02 km2，其中未利用地的面积较少，虽然变化较小，但动态度相对较大；

林地的面积在 2000-2010 年小幅减少，而在 2010-2018 年增加 147.87 km2；草地和水域面积的变化与林地

相反，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总体分别减少 760.42 km2、34.58 km2。 

表 1 汾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及动态度 

地类 

2000—2010 年 2010—2018 年 2000—2018 年 

变化面积

/km2 
动态度/% 

变化面积

/km2 
动态度/% 

变化面积

/km2 
动态度/% 

草地 10.16 0.01% -770.58 -0.95% -760.42 -0.42% 

耕地 -189.44 -0.11% -702.21 -0.53% -891.65 -0.30% 

林地 -3.70 0.00% 151.56 0.16% 147.87 0.07% 

建设用地 177.23 1.10% 1366.69 9.54% 1543.92 5.31% 

水域 5.86 0.17% -40.44 -1.46% -34.58 -0.56% 

未利用地 -0.95 -0.95% -5.02 -6.93% -5.97 -3.31% 

 

桑基图能够直观地反映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流入与流出。由图 2 可知，2000—2018 年，耕地、草

地、水域和建设用地的面积占比减少，以转出为主，林地和建设用地的面积占比增加，以转入为主。转

出量最大的是耕地，面积占比从 41.30%减少为 39.08%，主要流向草地 2 896.81 km2、建设用地 1 722.00 

km2 和林地 1 161.83 km2，其中与草地间相互转换，转入量最大的是建设用地，面积占比由 4.01%增加为

7.84%，主要源于耕地的大面积转入，即表明汾河流域耕地的非农化、生态用地面积减少主要由建设用地

的扩张造成。林地面积的增加主要源于耕地和草地的转入，受退耕还林政策的影响。其余土地类型间也

存在不同程度的转换关系。 

图 2 2000-2018 年土地利用转移桑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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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土地利用空间分布驱动力分析 

在 ArcGIS 中利用重分类工具对各驱动因子进行离散化分类，采用创建渔网工具生成 5 km×5 km 的规

则格网，对每个网格中心点采样，共有 1 598 个有效采样点，最后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研究土地利用变化

的驱动因素。由于汾河流域水域和未利用地的面积较小，本研究仅对耕地、林地、草地和建设用地的影响

因素做分析。 

由表 2 可知，不同时期耕地的空间分布均受自然、社会经济和可达性因子的共同影响，且在三期数据

中各驱动因子的影响程度排序差别不大，自然因子中的高程（X1）、坡度（X2）和年均气温（X5）起主导作

用，q 值均大于 0.09，即在高程较低、坡度较小、气温较高的地带适宜人类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耕地分布

较广；其次较重要的影响因素为土壤类型（X3）和到铁路距离（X9），q值在 0.05~0.09；年均降水（X4）、

人口密度（X6）、人均 GDP（X8）、城镇化率（X7）和到居民距离（X10）的 q值均小于 0.05，即这些因子对

研究区耕地的空间分布影响程度较小。 

表 2 不同时期耕地空间分布驱动因子解释力 

驱动因子 
q值 

2000 年 2010 年 2018 年 

高程（X1） 0.2170 0.2108 0.2055 

坡度（X2） 0.1066 0.1044 0.0986 

土壤类型（X3） 0.0831 0.0808 0.0671 

年均降水（X4） 0.0495 0.0472 0.0353 

年均气温（X5） 0.1265 0.1253 0.1239 

人口密度（X6） 0.0267 0.0156 0.0358 

城镇化率（X7） 0.0164 0.0286 0.0328 

人均 GDP（X8） 0.0471 0.0169 0.0436 

到铁路距离（X9） 0.0585 0.0584 0.0682 

到居民点距离（X10） 0.0400 0.0394 0.0469 

 

从图 3 中可得出，在不同时期所选的 10 个驱动因子均影响林地的空间分异，由于 2000-2010 年林地变

化较小，2000 年和 2010 年除社会经济因子外其余各影响因子的 q值解释力均相等；与 2018 年相比，各时

期影响较强的因子相同，从大到小依次为：高程（X1）>坡度（X2）>到铁路距离（X9）>土壤类型（X3）>

到居民点距离（X10）>年均气温（X5），且随着时间的推移，q值逐渐增大，表明这些因子对林地转移的解

释力逐渐增强；其余驱动因子的 q值低于 0.05，解释力相对较弱。 

图 3 不同时期林地空间分布驱动因子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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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区不同时期草地和建设用地的因子探测结果（表 3）可知，可达性因素对草地几乎无影响，

2000 年，影响草地时空分布的驱动因子有高程、土壤类型、年均气温、人口密度、年均降水、城镇化率

和人均 GDP，相比较于 2000 年，2010 年缺少人均 GDP 因子，2018 年增加坡度和到铁路距离因子。不同

时期相同驱动因子的 q值解释力相差甚小，而且高程、土壤类型和年均气温因子的 q值大于 0.05，即为

主要驱动力。对于建设用地而言，不同时期某些因素的 q值解释力在发生变化，其中社会经济因子中人

均 GDP 的 q值从 0.011 8 增加到 0.028 9，表明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其他土地类型转为建设用地的

几率增加；可达性因子中到居民点距离和到铁路距离因子的 q值逐渐增大，分别从 0.016 6、0.031 7 增大

到 0.0329、0.0454，即这些因子对建设用地转入和转出的限制增大。 

表 3 不同时期草地和建设用地空间分布驱动因子解释力 

驱动因子 
2000 年 2010 年 2018 年 

草地 建设用地 草地 建设用地 草地 建设用地 

高程（X1） 0.0811 0.0665 0.0832 0.0712 0.0808 0.0870 

坡度（X2） — 0.0147 — 0.0161 0.0074 0.0224 

土壤类型（X3） 0.0604 0.0591 0.0615 0.0594 0.0607 0.0636 

年均降水（X4） 0.0208 0.0123 0.0203 0.0128 0.0131 0.0195 

年均气温（X5） 0.0599 0.0357 0.0601 0.0385 0.0544 0.0401 

人口密度（X6） 0.0422 0.0209 0.0468 0.0137 0.0252 0.0139 

城镇化率（X7） 0.0128 0.0261 0.0188 0.0215 0.0290 0.0301 

人均 GDP（X8） 0.0545 0.0118 — 0.0187 0.0328 0.0289 

到铁路距离（X9） — 0.0317 — 0.0360 0.0108 0.0454 

到居民点距离（X10） — 0.0166 — 0.0169 — 0.0329 

注：“—”表示驱动因子未通过 0.05 水平的检验，不具有统计意义。 

 

3.3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分析 

3.3.1 因子探测 

由表 4 可知，2000—2018 年，耕地变化受自然因子的影响最大，其中高程为主导因子，q值解释力

为 0.128 3，其次为坡度和土壤类型，在人为因子中城镇化率和人均 GDP 的解释力最强，表明汾河流域

耕地面积的减少主要源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城市住宅面积的需求增大，部分耕地转为建设用地。林

地变化受驱动因子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高程>土壤类型>年均气温>到铁路距离>年均降水>人口密度>

城镇化率>坡度，主导因子高程的 q值为 0.078 6。草地变化主要受高程、年均气温、土壤类型的影响较

大，其余因子的影响程度较小，q值小于 0.05。对于建设用地变化的驱动因子，除年均降水因子外，其余

因子的 q值均大于 0.05，表明建设用地的变化受自然因子和社会经济因子的影响均较强，随着人口激

增、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同时自然因素优越的条件下，汾河流域建设用地面积增加。 

表 4 2000-2018 年各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子解释力 

驱动因子 耕地 林地 草地 建设用地 

高程（X1） 0.1283 0.0786 0.1518 0.1615 

坡度（X2） 0.0612 0.0214 0.0345 0.0579 

土壤类型（X3） 0.0616 0.0340 0.0842 0.0984 

年均降水（X4） 0.0139 0.0297 0.0103 0.0448 

年均气温（X5） 0.0510 0.0337 0.0923 0.1314 

人口密度（X6） 0.0258 0.0280 0.0476 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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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率（X7） 0.0569 0.0246 0.0135 0.0955 

人均 GDP（X8） 0.0453 — 0.0276 0.0577 

到铁路距离（X9） 0.0293 0.0321 0.0315 0.0928 

到居民点距离（X10） 0.0434 — 0.0123 0.0655 

 

3.3.2 交互探测 

交互探测是双因子交互作用所得 q值解释力与单因子作用时 q值解释力的比较，汾河流域 2000—2018 年

4 种土地类型变化驱动因子的交互探测结果（图 4）表明，单因子作用的 q值小于双因子交互作用的 q

值，即交互作用的结果均为非线性增强或双因子增强，表明汾河流域的土地利用变化是由多种因子复杂

交互共同作用而成。四种土地类型中各因子均与高程的交互作用最强，反映了高程因子对各土地类型变

化的解释力均较强。就耕地而言，双因子中高程与年均气温交互作用的 q值解释力最大，为 0.27，年均

降水与到铁路距离的最小，为 0.07，影响程度最低的年均降水与其他因子交互作用后解释力明显增强。

就林地而言，解释力最大的仍为高程与年均气温交互作用，q值为 0.17，坡度与人均 GDP 的最小，q值

为 0.05，总体来看，双因子对林地变化的影响程度比耕地小。就草地而言，高程和年均气温交互的 q值

最大，为 0.28，人均 GDP、城镇化率等解释力较小的驱动因子与其他因子交互后结果均为非线性增强。

就建设用地而言，双因子作用的 q值解释力均大于 0.1，除高程与各因子交互作用外，年均气温与到铁路

距离、人均 GDP 和城镇化率的交互作用解释力最大，可见建设用地变化受自然因子与社会经济因子的共

同作用较大。 

图 4 2000—2018 年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子交互探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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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1）2000—2018 年，耕地和未利用地的面积呈持续减少趋势，其中耕地共减少 891.65 km2；建设用地

的面积持续增加，从 2000 年的 1 614.06 km2 增加为 2018 年的 3 157.99 km2，动态度最大，汾河流域从乡村

迁移至城市的人口逐渐增加，住宅面积的需求增大，同时研究区产业结构的调整[24]、经济水平的提高，使

得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增加；林地的面积在 2000—2010 年小幅减少，而在 2010—2018 年增加，草地和水域

面积的变化与林地相反，为先增加后减少。 

（2）从土地利用的转移方向可知，转出量最大的是耕地，转入量最大的是建设用地，且建设用地的增加

主要源于耕地的大面积转入，即汾河流域耕地的非农化、生态用地面积减少主要由建设用地的扩张造成，

因此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应该注重耕地的保护。林地面积的增加主要源于耕地和草地的转入，受退耕还

林政策的影响。  

（3）从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分布的驱动力分析得出，不同时期相同土地类型的影响因子排序差别较小，高

程对四种土地类型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最大，除高程外，耕地的空间分异主要受坡度和年均气温的影响；

坡度、到铁路距离和土壤类型对林地分布的解释力最强；各驱动因子对草地和建设用地的 q 值相对较小，

排序最前的为土壤类型。可见研究区土地利用空间分布主要受自然因素的影响，研究区独特的地貌特征决

定了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 

（4）从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子分析可知，林地和草地变化受自然因子的影响较大，耕地和建设用地变

化受自然因子和社会经济因子的影响均较强，研究区人口增加并向城市迁移，城市的居住面积需求增大，

农村大量耕地荒废，同时经济发展迅速，道路、机场和工业区增多，造成耕地减少和建设用地增加；各驱

动因子独立作用的 q值解释力小于两因子交互作用，交互后的结果均为非线性增强或双因子增强。 

（5）相比较于其他研究[25-26]，本研究纳入可达性因子，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了双因子的交互作用。土

地利用空间分布及变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只考虑了部分自然、社会经济和可达性因素，未将政策因

素空间化，探讨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程度，在今后的研究中将全面考虑各驱动因子对研究区土地利用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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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orce of Land Use 

Change in Fenhe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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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zhong Shanxi 030619, China) 

Abstra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and use in 2000, 2010 and 2018 i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land use change in Fenhe river basin in the past 18 years. The change of land use 

structure in the study area is analyzed by land use dynamic index and the influence degree of each driving factor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change of land use is explored by geodetector model.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rea of cultivated 

land had gradually reduced 891.65 km2 in total from 2000 to 2018 whereas the area of construction land had increased from 

1614.06 km2 in 2000 to 3157.99 km2 in 2018, owing to the transfer of large areas of cultivated land; the different influence 

degree of each driving factor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land type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natural factors 

whereas the order of the influence degree of the same land type has little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change of 

cultivated land,woodland and grassland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natural factors while the change of construction land is 

strongly affected by both natural factors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q value of the 

independent action of each driving factor is less than that of the interaction of two factors. 

Keywords: Fenhe river basin; land use; driving factors; geodet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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